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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青海湖地区牦牛和藏羊粪便夏季分解
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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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牦牛和藏羊是青藏高原的主要放牧家畜，其粪便分解会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产生直接影响，而目前关于两种

粪便对土壤养分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差异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尼龙网袋法监测相同干重的新鲜牦牛和藏羊粪便的

养分释放动态，并使用同心圆分层取样法研究粪便分解释放的养分在土壤垂直方向（粪下）和水平方向（粪周）的迁

移特征和富集特征。结果表明：1）新鲜的牦牛和藏羊粪便中全碳、全氮、全磷含量分别为 333. 39 和 311. 41 g·kg-1，

22. 25 和 15. 51 g·kg-1，6. 95 和 7. 47 g·kg-1。2）经过 45 d 的自然分解后，牦牛和藏羊粪便的干物质、全碳、全氮、全

磷含量分别损失了 28. 58% 和 12. 82%，23. 68% 和 17. 85%，9. 35% 和 15. 54%，22. 45% 和 30. 21%。3）分解 45 d
后，牦牛和藏羊粪便处理下土壤全碳含量达到峰值，藏羊粪便处理粪周土壤全磷含量略高于牦牛，而牦牛粪下与粪

周的全氮含量高于藏羊粪便处理。4）分解 45 d 时，藏羊粪下全碳富集率显著高于牦牛粪便，但两种粪便粪下和粪周

土壤全氮富集率无显著差异。综上，新鲜牦牛粪便中全碳、全氮含量高于藏羊粪便，且牦牛粪便分解更快、氮释放更

强，藏羊粪便则更利于土壤碳的持续富集，两者均能促进磷的积累，且养分在垂直方向的迁移优于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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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ks and Xizang sheep are the primary grazing livestock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ir dung exerts a direct effect on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s， yet the mechanisms and differences 
in how these two types of dung affect soil nutrie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In this study， the nylon mesh bag 
method was used to monitor nutrient release dynamics from fresh yak and Xizang sheep dung of equal dry weight.  A 
concentric-circle stratified sampling approach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migration and enrichment patterns of 
nutrients released from dung decomposition along the vertical （below-dung） and horizontal （around-dung）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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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oi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total carbon （TC）， total nitrogen （TN）， and total phosphorus （TP） 
contents in fresh yak and Xizang sheep dung were 333. 39 and 311. 41 g·kg⁻¹， 22. 25 and 15. 51 g·kg⁻¹， and 6. 95 
and 7. 47 g·kg⁻¹， respectively； 2） After 45 days of natural decomposition， the losses in dry matter， TC， TN， and 
TP were 28. 58% and 12. 82%， 23. 68% and 17. 85%， 9. 35% and 15. 54%， and 22. 45% and 30. 21% for yak 
and Xizang sheep dung， respectively； 3） On the 45th day of decomposition， the soil TC content reached its peak 
under both dung treatments.  The TP content in the soil around Xizang sheep dung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around yak dung， while the TN content beneath and around yak du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Xizang sheep dung 
treatment； 4） The enrichment rate for TC beneath Xizang sheep du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neath yak 
dung after 45 days of decompositi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in the TN enrichment rat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dung in either the below-dung or around-dung soil sampling.  In summary， fresh yak dung contained 
higher TC and TN than Xizang sheep dung， decomposed more rapidly， and released nitrogen more strongly.  In 
contrast， Xizang sheep dung facilitated more sustained soil carbon enrichment.  Both types of dung promoted 
phosphorus accumulation， and nutrient migration wa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than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Key words： alpine grassland； yak； Xizang sheep； dung decomposition； soil nutrients； nutrient enrichment

青海省拥有丰富的草地资源，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青海省草地面积约 3. 95×107 hm2，占青海省总面积

的 54. 6%。放牧是对高寒草地最行之有效的利用方式［1］，放牧不仅具有为当地牧民提供丰富的畜产品等经济和

社会功能，也是维持草地群落结构稳定和生态系统功能正常发挥的必要活动［2］。放牧家畜采食牧草后只能消化

并吸收牧草中的部分营养物质，剩下 60%~90% 的养分会通过尿液和粪便的形式排出体外并参与草地畜牧业

“草-畜-粪-土-草”物质养分循环系统［3］。土壤碳、氮、磷可以表征有机质分解过程中养分矿化与固持的动态

平衡，其变化直接调控生态系统养分循环效率，进而影响群落结构稳定性与功能持续性［4］，而家畜粪便在分解过

程中，会对土壤中的碳氮磷等养分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牲畜排泄的粪便可以直接增加土壤中全氮、全磷、全钾的

含量［5］，还会增加粪便下方土壤微生物活性，从而提高养分循环速率，可以在较小范围内（0~20 cm）影响土壤的

理化性质和生物学特性［6］，从而增加土壤养分的异质性。在内蒙古典型草原，绵羊粪尿返还增加了土壤氮素供应

（绵羊通过粪尿形式每年向草地生态系统归还大量氮素，其中以粪形式排出的氮量占采食氮量的 54. 74%~
78. 79%），并改变了草地土壤氮素形态和迁移转化速率［7-8］。而在青藏高原，牦牛粪便的分解显著提升了土壤养

分可利用性，添加牦牛粪使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氮分别增加了 14. 24% 和 20. 29%，同时促进了土壤微生物活

性和相关酶的产生，其中 β -1，4-葡萄糖苷酶、β -1，4-木糖苷酶和脲酶的活性分别显著提高了 8. 4%、8. 2% 和

6. 6%［9］。赵宇等［10］在黑龙江省西部中度盐碱退化羊草（Leymus chinensis）草地研究发现，添加鲜羊粪可以显著提

高植被高度、盖度和地上生物量，降低生草土层土壤的总含盐量，改善土壤团聚体组成结构，羊粪添加量为 2. 50 
kg·m-2时，0~10 cm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最高。

牦牛和藏羊是青藏高原放牧的支柱畜种［11］，在牲畜采食的过程中，牦牛因能量需求及固有采食高度驱动，优

先选择生物量与株高占优的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而藏羊受限于其特殊的口齿结构、代谢特征及消化道容量，更

倾向于采食低矮且蛋白含量较高的豆科植物［12］，此外，牦牛和藏羊的消化道结构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消化能力［13］

不同，导致两种牲畜排泄的粪便在形态、质地、养分含量上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牦牛粪便通常呈较大的饼状或堆

状，含水量高且质地黏稠，而藏羊粪便呈较小的球形或椭圆形，质地干燥。相比之下，新鲜牦牛粪便的全碳、全氮

及全钾含量均高于藏羊粪便［14］。此外，粪便分解过程不仅受环境因子（如降水模式、地温条件及微生物群落活动）

的调控，其内在理化特性与组成成分同样构成关键的制约因素［15］。正是这种环境因子与内在特性的交互作用，导

致牦牛和藏羊粪便的分解速率存在差异，并通过粪便中养分的释放对土壤养分含量以及草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

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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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牲畜粪便的返还对于土壤—微生物—植物系统有重要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是以一种牲畜粪便作

为研究对象，但在青藏高原，牦牛和藏羊同为重要的家畜（据统计，青藏高原牦牛超过 1300 万头，藏绵羊数量超过

3000 万只［16］），因此在同一时间同一试验地研究牦牛和藏羊粪便对土壤养分的影响，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牲畜粪便

沉积对粪下和粪周土壤养分变化的可能影响和关系，对进一步分析高寒草地的养分响应特性和加强牲畜排泄物

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试验以环青海湖地区高寒草地夏季牦牛和藏羊粪便为研究对象，采用同心圆分层

取样法，同时监测牦牛和藏羊粪便的时间动态变化，引入富集率概念进而量化养分迁移效率，拟阐明不同粪便类

型在分解过程中对土壤养分空间分布的影响，揭示关键时间节点的富集特征，主要解决以下科学问题：1）牦牛和

藏羊粪便自身养分释放差异；2）牦牛和藏羊粪便分解过程中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和富集效应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地概况

本试验依托青海大学高寒草地-家畜系统适应性管理技术平台开展。平台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

县西海镇（36°44'-37°39' N,100°23'-101°20' E），平均海拔 3100 m［17］。隶属于大陆高原寒温带季风气候，年均降

水量为 400 mm，多为地形雨且集中于 5-9 月。全年无绝对无霜期，仅以冷热两季区分，年均温为 1. 4 ℃，最冷月

平均气温为-24. 8 ℃，最热月平均气温为 12. 5 ℃。草地类型为草甸化草原，土壤类型为高山草甸土。植物群落

的主要物种有紫花针茅（Stipa purpurea）、矮生嵩草（Carex alatauensis）、星毛委陵菜（Potentilla acaulis）和赖草

（Leymus secalinus）等［18］。

1. 2　粪便分解试验布置

在研究区域内选择地势平坦、群落结构相对均一的草地作为粪便分解试验样地，试验开始前一周将草地统一

剪到 3 cm 高度。使用人工采集法采集试验地牦牛和藏羊新鲜排出的粪便（便出时间<24 h），收集粪便后，捡除粪

便表面枯落物和昆虫，取部分粪样用于测定样品的含水率（布置试验前采集大量符合要求的新鲜牦牛和藏羊粪

便，混合均匀后取 10 份 10 g 新鲜粪便，采用 105 ℃烘干法测定其干基含水率），计算得到牦牛和藏羊新鲜粪便的干

基含水率分别为 387. 71% 和 173. 75%。根据本研究试验设计，每个试验处理需要相当于 50 g 干重的新鲜粪便，

因此根据干基含水率公式［鲜重=干重×（1+干基含水率）］计算得到分解试验所需的新鲜牦牛粪便量为 243. 85 
g，新鲜藏羊粪便量为 136. 88 g。本研究选择 50 g 干重粪便作为标准投放量，旨在精准对比牦牛粪与藏羊粪分解

机制的差异。统一干重可排除初始质量与试验环境的干扰，确保分解差异成为核心观测变量。此重量设置适配

青藏高原粪便分解研究的标准尼龙网袋法（15 cm×25 cm），因其处于该方法的典型样本量区间（30~60 g），能使

袋内填充率稳定在 60%~70%。该填充比例平衡了微生物接触、气体交换效率及均匀响应冻融的需求，并避免了

填充过密（>80%）导致的内部缺氧或过疏（<40%）引发的边缘效应。同时，50 g 干重具有生态尺度合理性，鉴于

牦牛单次排粪干重为 200~300 g，藏羊粪为 40~60 g，50 g 相当于 1/6 块牦牛粪或约一整块藏羊粪，该尺度贴近自

然排泄斑块，能有效避免因斑块过大（牦牛粪）或过小（藏羊粪）造成的微环境异质性，使分解过程更真实反映野外

实际情况［14-19］。

粪便分解试验开始于 2024 年 6 月 11 日，在放置粪便前采集土壤样品测定土壤养分含量初始值。试验共设置

3 个处理，分别为 50 g 干重的牦牛粪（yak dung， YD）；50 g 干重的藏羊粪（Xizang sheep dung， SD）；无粪便添加的

空白对照（CK），每个处理设置 5 个重复。研究共包含 45 个 1 m×1 m 的样方（3 个处理×5 个重复×3 次取样），样

方间隔为 0. 5 m，将粪便样品置于孔径为 1 mm×1 mm 的尼龙网袋（15 cm×25 cm）中，以确保粪便颗粒不会漏出，

避免对表层土壤造成污染。尼龙袋置于每个样方的正中央，以粪样为圆点分别安装半径为 10、20、30 cm 的同心

圆，使其自然分解。

1. 3　粪便和土壤取样

在粪便分解第 0、15、30 和 45 d 时，即 2024 年 6 月 11 日、6 月 26 日、7 月 11 日和 7 月 26 日，对粪便进行取样，每

个处理取样 5 个重复，进行粪便取样的同时，采集土壤样品，分为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1）垂直方向（牦牛或藏羊

粪便处理的粪便正下方）分别在 0~10 cm、10~20 cm、20~30 cm 进行取样；2）水平方向（以牦牛或藏羊粪便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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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外）分别在 0~10 cm、10~20 cm、20~30 cm 进行取样。以下采用“粪下”和“粪周”分别对应垂直方向和水平

方向，具体取样方式如图 1，所取得的土壤样品和粪便样品置于自封袋后，带回实验室于 4 ℃保存，以便进行后续

测定。

1. 4　指标测定

粪便含水率：将 10 g 新鲜样品（牦牛和藏羊粪便）均匀地铺在已知准确质量的铝盒中，将铝盒置于 105 ℃的烘

箱中烘干至恒重（连续 24 h，质量差≤0. 001 g 视为恒重），根据样品前后质量差计算粪便含水率，本试验使用干基

含水率［20］（以干物质质量为基数）表示粪便含水量，干基含水率是指水分质量占干物质质量的百分比（对于高水分

含量的粪便样品，干基含水率会超过 100%），以消除样本初始鲜重差异对数据可比性的干扰，便于不同粪便类型

及不同分解阶段的水分变化直接对比，如公式（1）：

含水率= ( 鲜重 - 干重 )
干重

×100% （1）

将粪便和土壤烘干至恒重，用球磨仪（TJG-215，东方天净）MM400 粉碎后，过 0. 075 mm 筛，使用元素分析仪

（Thermo Scientific FlashSmart，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测定全碳（total carbon， TC）和全氮（total nitrogen， TN）含

量。采用 NaOH 碱熔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全磷（total phosphorus， TP）含量。

1. 5　数据分析

用养分富集率［21］（enrichment ratio， E）表征两种粪便在分解过程中对不同位置土壤养分的富集程度：

富集率= 处理区养分含量

对照区养分含量
（2）

式中：处理区养分含量指牦牛或藏羊粪便处理的粪下或粪周土壤养分含量；对照区养分含量指无粪便处理下的土

壤养分含量，若 E>1，说明该粪便对土壤养分存在富集效应，提高了土壤肥力。

使用 Excel 2021 进行数据整理，所有数据均经过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应用 SPSS 27.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最小显著差异法（LSD）对两种粪便类型在同一分解时间下养分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粪

便类型和不同采样位置对土壤全碳、全氮、全磷含量的影响进行显著性检验和多重比较（P<0. 05），采用 Origin 

图 1　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上土壤样品采集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oil sampling in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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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Adobe illustrator 2024，GraphPad Prism 10. 4. 1 进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牦牛和藏羊粪便养分差异

牦牛粪便中全碳、全氮含量显著高于藏羊粪便，而藏羊粪便中全磷含量则显著高于牦牛粪便（P<0. 05）。0~
10 cm 土层土壤全碳含量显著高于 10~20 cm 和 20~30 cm 土层；土壤全氮、全磷含量则随土层深度增加逐渐递减

且各土层间差异显著（表 1）。

2. 2　牦牛和藏羊粪便的分解速率

在粪便分解过程中，牦牛和藏羊粪便干重、全碳、全氮和全磷含量均随分解时间增长呈明显的下降趋

势（图 2）。

牦牛粪便干重损失量显著高于藏羊粪便的损失量（P<0. 001），分解 45 d 后，牦牛粪便干重损失 14. 49 g，即减

少了 28. 58%，藏羊粪便干重损失 6. 41 g，即减少了 12. 82%，表明在 45 d 的分解周期内，牦牛粪便高于藏羊粪便

分解量（图 2）。

牦牛粪便初始全碳含量显著高于藏羊粪便，但分解 30 d 后，牦牛和藏羊粪便全碳含量无显著差异，分解 45 d
后，藏羊粪便中的全碳含量下降至 255. 83 g·kg-1，损失了 17. 85%，牦牛粪便的损失量则为 23. 68%，表明牦牛粪

便全碳损失量大于藏羊粪便。

牦牛和藏羊粪便中全氮含量的分解速率低于其他养分，且两种粪便在分解 30~45 d 的损失量明显高于分解

0~15 d。此外，牦牛粪便全氮含量始终高于藏羊粪便（P<0. 001），在分解 45 d 时，牦牛和藏羊粪便中全氮含量分

别为 20. 17 和 13. 10 g·kg-1，损失量则为 9. 35% 和 15. 54%。

牦牛和藏羊粪便全磷含量的损失趋势相同，均为分解 0~15 d 高于分解 30~45 d，在 0~15 d 内，牦牛和藏羊粪

便中全磷含量的损失量最大，分别为 0. 80 和 1. 00 g·kg-1。

2. 3　粪便类型在不同分解时间下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粪便类型会影响土壤养分含量，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图 3）。具体而言，牦牛和藏羊粪便处理下土壤全效养

分含量会随分解时间的延长不断提高，并对表层土壤（0~10 cm）的影响显著大于深层土壤（20~30 cm）。

垂直方向，在粪便分解 15 d，YD 处理粪下 0~10 cm 土层全碳、全氮、全磷含量分别较同时段下的 CK 处理的

同一土层增加了 2. 50%、5. 12%、3. 57%，但 SD 处理粪下 0~10 cm 土层全碳、全磷含量始终高于 YD 处理；在粪

便分解 30 d，粪下土壤呈显著的养分富集效应。YD 处理粪下 0~10 cm 土层全氮含量达到 2. 30 g·kg-1，与同时段

表 1　牦牛和藏羊粪便以及土壤养分含量的初始值

Table 1　Initial values of nutrient content in yak and Xizang sheep dung and soil

项目

Item

牦牛粪 Yak dung

藏羊粪 Xizang sheep dung

0~10 cm 土壤深度 Soil depth

10~20 cm 土壤深度 Soil depth

20~30 cm 土壤深度 Soil depth

全碳含量 Total carbon content 
（g·kg-1）

333. 39±2. 74A

311. 41±1. 93B

39. 55±0. 82a

35. 31±0. 82b

33. 93±0. 51b

全氮含量 Total nitrogen 
content （g·kg-1）

22. 25±0. 63A

15. 51±0. 53B

2. 11±0. 04a

1. 53±0. 05b

0. 92±0. 07c

全磷含量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 （g·kg-1）

6. 95±0. 10B

7. 47±0. 15A

0. 60±0. 01a

0. 54±0. 01b

0. 44±0. 01c

干基含水率 Dry basis 
moisture content （%）

387. 71

173. 75

注： 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指标牦牛和藏羊粪便之间差异显著（P<0. 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指标不同土层间差异显

著（P<0. 05）。

Note：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standard error （SE）；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parameter between yak 
and Xizang sheep dung （at the 0. 05 level）， whil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same parameter across vertically stratified 
soil layers （at the 0. 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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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分解时间下牦牛和藏羊粪便的养分变化

Fig. 2　Nutrient variations in two fecal types under different decomposition periods
*： P<0.05； **： P<0.01； ***： P<0.001； 下同 The same below.

图 3　不同处理土壤养分在不同分解时间不同土层的差异性特征

Fig. 3　Response of soil nutrients to treatment， decomposition time， and soil depth

YD： 牦牛粪便 Yak dung； SD： 藏羊粪便 Xizang sheep dung； CK： 无粪便处理 No dung application；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处理下不同土层之间差异

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oil layers under the same treatment （at the 0.05 level）； 图 A、

B、C 和图 D、E、F 分别表示垂直方向（粪下）和水平方向（粪周）的养分变化 Panels A， B， C and D， E， F represent nutrient changes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beneath the dung）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 （dung periphery）， respectively； 下同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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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CK 处理相比增加了 9. 57%，其全碳含量增加缓慢，全磷含量增加了 0. 17 g·kg-1，且 YD 处理粪下的全碳含量

显著低于 SD 处理；在粪便分解 45 d 后，YD 和 SD 处理下的 3 个垂直土层之间养分含量发生明显变化，均为 0~10 
cm 土层中养分含量显著高于 10~20 cm 和 20~30 cm 土层。此外，10~20 cm 土层土壤全氮和全磷含量显著高于

20~30 cm 土层，SD 处理粪下 0~10 cm 土层全碳含量较 YD 处理同层高出 15. 64 g·kg-1。SD 处理在各土层均表

现出更强的保留碳的能力（图 3A~C）。

水平方向，粪便分解 15 d 后，相比于粪下土层其粪周土壤仅在 0~10 cm 处轻微增加，这表明粪便分解存在表

聚现象。与 YD 处理相比，SD 处理对粪下全碳的影响明显较大；粪便分解 30 d 后，土壤吸收的全碳、全氮、全磷含

量增加，该时段下 YD 处理对粪周的土壤全氮的影响显著高于 SD 处理，这表明不同牲畜粪便的养分扩散模式存

在明显差异；粪便分解 45 d 后，YD、SD 处理粪周土壤全氮含量均显著高于 CK 处理。此外，SD 处理粪周的全碳、

全氮在 0~10 cm 和 20~30 cm 存在显著差异，但 YD 处理粪周的 3 个土层间土壤养分差异并不显著（图 3D~F）。

2. 4　粪下及粪周表层土壤养分变化特征

相对变化差值能够有效表征粪便对土壤养分的直接影响，通常使用粪便处理下土壤养分含量与无粪便处理

下土壤养分含量的差值表示，通过计算发现，在 45 d 的分解周期内，添加两种粪便处理的土壤全碳、全氮含量呈持

续增长趋势且两种粪便中的养分向土壤中的迁移速率，均表现为垂直迁移高于水平迁移。在粪便分解 30 d 内，

SD 处理中土壤的全碳、全磷含量均高于 YD 处理，但全氮含量却与之相反，呈 YD 处理微高于 SD 处理的趋

势（图 4）。

2. 5　牦牛和藏羊粪便分解对 3 层土壤养分富集效应的影响

垂直方向，粪便分解 15 d 后，YD 和 SD 处理的粪下土壤均存在全碳富集效应，且在 SD 处理下富集效应显著

高于 YD 处理（P<0. 001）。土壤全磷的富集效应主要发生在 YD 和 SD 处理的表层土壤中；粪便分解 30 d 后，SD
处理粪下土壤全碳富集率显著高于 YD 处理（P<0. 001），YD 和 SD 处理的全氮富集率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变化趋

势相似；粪便分解 45 d 后，藏羊粪便粪下土壤的全碳富集率显著高于牦牛粪便处理（P<0. 001），此时全碳富集率

达到峰值。YD 和 SD 处理均对土壤全磷含量产生了富集效应，但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此时 YD 和 SD 处理粪

下表层土壤（0~10 cm）全磷富集率分别为 1. 35 和 1. 18（图 5A~C）。

水平方向，粪便分解 15 d 后，同一时段下 YD 和 SD 处理的粪周土壤全碳富集效应主要集中在 0~10 cm 土壤，

富集率分别为 1. 01 和 1. 04。土壤全氮在 YD 处理粪周 0~10 cm 和 10~20 cm 土壤中均存在富集效应，而 SD 处理

仅在粪周 0~10 cm 土壤存在富集效应，对 10~20 cm 和 20~30 cm 土层并无显著影响；粪便分解 30 d 后，牦牛和藏

羊粪便粪周 0~10 cm 土壤全碳富集率分别为 1. 03 和 1. 08，同一时段下，牦牛和藏羊粪便粪周土壤全磷富集主要

出现在 0~10 cm 土层，且藏羊粪便处理的粪周土壤全磷富集率显著高于牦牛处理；粪便分解 45 d 后，牦牛粪便处

图 4　不同处理表层土壤养分的相对变化差值

Fig. 4　Inter-treatment differences in relative changes of surface soil nut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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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仅对垂直表层土壤和水平方向 0~10 cm 土壤全碳产生富集效应，此时，富集效应仍表现为表层富集大于深层

富集。此外，YD 和 SD 处理粪周 0~10 cm 土壤全磷富集率分别为 1. 06 和 1. 21（图 5D~F）。

3　讨论

3. 1　牦牛和藏羊粪便分解与养分的释放

本研究结果表明，牦牛和藏羊粪便的初始养分含量和分解动态存在显著差异。新鲜牦牛粪便的全碳、全氮含

量和含水率均显著高于藏羊粪便（表 1），这与杜子银等［14］在青藏高原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发现牦牛粪的有机碳

和全氮含量普遍高于藏羊粪，这主要源于两种家畜食性差异及消化能力的不同［12-13］。本研究监测结果显示，分解

45 d 后的牦牛粪便的干物质损失率（28. 58%）显著高于藏羊粪便（12. 82%）（图 2A），表明牦牛粪便的分解速率快

于藏羊粪便。这一差异主要与粪便的物理性状和化学组成有关：牦牛粪便质地松散、含水量高，为微生物的侵入

和活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而藏羊粪便呈致密的颗粒状、含水量较低，其物理结构可能在分解初期限制了微

生物和微小分解者的活动范围［22］。此外，牦牛粪便中含有较高的初始氮含量（22. 25 g·kg⁻¹），更有效地促进微生

物的增殖，从而加速了其自身的分解过程［6］。这与吴新卫等［23］关于高含水量促进分解的观点一致。从养分释放

模式来看，两种粪便的全碳、全磷均在分解 0~15 d 损失最快，在分解 30~45 d 趋缓（图 2B， D），这可能与易分解有

机质（如糖类、有机酸等）的快速消耗有关。而全氮的释放则相对滞后，在 15~45 d 损失更为明显（图 2C），这表明

蛋白质等含氮有机化合物的矿化是一个更为缓慢和复杂的过程［24］。

图 5　不同处理不同土层土壤养分富集率随粪便分解时间的变化

Fig. 5　Treatment- and layer-specific changes in soil nutrient enrichment during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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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土壤中养分在垂直和水平方向迁移的差异

本研究通过同心圆分层取样，揭示了牦牛和藏羊粪便分解对土壤养分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养

分从粪便向土壤的迁移存在明显的“表聚现象”和“滞后效应”。本研究证实，牦牛与藏羊粪便的添加显著提高了

土壤全碳、全氮、全磷含量（图 3 和图 4），这一发现与姜世成等［5］关于牲畜粪便提升土壤养分的研究结论一致。粪

便作为重要的有机肥源，其分解释放的养分是土壤养分库的有效补充［2］。首先，养分富集主要发生在粪便正下方

（垂直方向）0~10 cm 的表层土壤，且富集程度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递减（图 3A~C），表现出明显的“表聚现象”，这

与任雪等［21］关于“肥岛”效应的研究结论相似。即有机物质输入后，养分在垂直方向上的迁移深度有限，主要富集

于表层。该现象主要是由于高寒草地土壤对养分的吸附固定作用较强，加之环青海湖地区夏季降水虽集中但蒸

发量大，水分下渗深度有限，溶解性养分的垂直淋溶较弱，共同导致了养分在表层的累积。其次，土壤对粪便养分

输入的响应存在“滞后效应”。本研究中粪便的养分在 0~15 d 快速释放（图 2），而土壤中的养分含量在 15~30 d
才显著增加（图 3 和图 4）。这种现象说明，从粪便养分释放到被土壤固持、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5］。这是因为

在粪便分解 15 d 内释放出的可溶性养分一部分被土壤微生物快速吸收同化，用于构建自身生物量（即微生物固

持）［6］；随后，随着微生物细胞的死亡和周转，这些养分才被重新释放到土壤中，从而被检测为土壤全量的增加［26］。

此外，养分在土壤中的扩散和均匀化也需要时间。本研究还发现，藏羊粪便处理下土壤全碳的富集效应显著强于

牦牛粪便（图 3A 和图 5A）。尽管牦牛粪初始全碳含量更高且分解更快，但其可能以更易被矿化分解的形式存在；

而藏羊粪分解相对缓慢，其释放的碳组分可能化学稳定性更高、更易于与土壤矿物结合或被微生物转化为稳定的

有机质，从而导致更高的土壤碳固持效率。此外，牦牛粪便对土壤全氮的提升作用，尤其是在粪便分解 45 d 内和

粪周区域，强于藏羊粪便（图 3B， E），这直接得益于其较高的初始氮含量和更快的分解与氮矿化速率。

3. 3　土壤养分富集率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的差异

养分富集率用以量化两种粪便在分解过程中对不同位置土壤养分的净富集程度，其计算方式可有效剔除土

壤背景值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粪便均对粪下和粪周土壤产生了显著的富集效应［27-28］，但富集程度和空

间模式存在差异。在垂直方向上，藏羊粪便对粪下土壤全碳的富集率在分解 45 d 后显著高于牦牛粪便（图 5A），

这与全碳含量的变化结果（图 3A）相对应，进一步证实了藏羊粪便在促进土壤碳固持方面的优势。牦牛粪便处理

下全氮的绝对增加值高于藏羊处理（图 3B， 图 4），说明其归还氮素的总量更大。在水平方向上，养分的富集效应

随距离增加而锐减，主要局限在距粪便 0~10 cm 的范围内（图 5D~F）。养分的水平迁移能力明显弱于垂直迁移。

这主要是由于养分的水平扩散更多地依赖于水分的侧向运移，而在环青海湖地区，即使在降水集中的夏季，水分

的侧向运移范围也非常有限，导致养分难以远距离迁移［29］。牦牛粪便对粪周土壤全氮的富集范围比藏羊粪便更

广（图 3E 和图 5E），这可能与其分解初期释放出更多的铵态氮、可溶性有机氮等可溶性组分有关，这些组分更易

随微量的水分进行短距离扩散［30-31］。综上所述，牦牛粪便以其更快的分解速率和更高的氮含量，在短期内（尤其

是分解 30 d 内）能更快速地向土壤，特别是表层土壤，提供有效氮源；而藏羊粪便虽然分解较慢，但其碳释放过程

与土壤碳库的固持机制更为匹配，从而产生了更强且更持续的土壤碳富集效应。两种粪便的共同作用是提高了

土壤磷的有效性，并显著改变了土壤养分的空间异质性，创造了局部的“养分热点”［32］，这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

物质循环和植被斑块动态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 45 d 原位监测，明确了牦牛与藏羊粪便养分释放的时空差异（如牦牛干重损失率达 28. 58%，显

著高于藏羊的 12. 82%），并揭示了土壤养分在垂直与水平方向的富集特征。然而，以下局限需在后续研究中深

化：现有数据仅覆盖夏季快速分解期，而青藏高原冻融循环对分解后期（如冬季低温阶段）的调控作用尚未验证。

未来可结合 Olson 模型延伸观测至完整年度周期，计算分解 95% 所需时间，以全面评估养分归还潜力。本研究土

壤全量养分变化未能揭示速效养分动态。粪甲虫破碎作用、微生物群落功能（如固氮菌活性）及氮矿化率等关键

过程未纳入分析，这些因素可能解释牦牛粪便分解更快但氮素固持更强的现象。未来需通过控制试验量化其贡

献。综上所述，未来的研究应结合更长的时间尺度、更敏感的速效养分指标以及对关键生物因子与生态过程的监

测，从而构建一个更全面、更机理化的“牲畜粪便-土壤-植物”系统养分循环模型，为高寒草地的精准施肥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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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放牧管理提供更深入的理论依据。

4　结论

基于环青海湖地区高寒草地牦牛和藏羊粪便夏季分解试验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1）新鲜牦牛粪便中全碳、全

氮含量（333. 39 和 22. 25 g·kg-1）高于藏羊粪便（311. 41 和 15. 51 g·kg-1），而藏羊粪便中全磷含量（7. 47 g·kg-1）微

高于牦牛粪便（6. 95 g·kg-1），且牦牛粪便分解速率更快。2）牦牛和藏羊粪便中养分释放对土壤养分的影响存在

滞后性，，但在分解周期内，牦牛粪便提升土壤氮含量更显著，藏羊粪便促进土壤碳富集，两种粪便均促进土壤磷富

集。3）粪下土壤养分富集效应显著且表层土壤养分（0~10 cm）变化尤为明显，藏羊粪下土壤全碳富集率显著高

于牦牛粪。粪周土壤养分呈表聚现象，总体而言，两种粪便养分的垂直迁移速率高于水平迁移，垂直方向可显著

影响 0~20 cm 土层养分含量，而水平方向养分富集则主要局限于 0~10 cm 表层土壤。

综上所述，牦牛粪便分解速率高于藏羊粪便，但其全碳损失更大；藏羊粪便虽分解较慢，但对土壤碳的富集效

应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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